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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1941—1943年，冀中区堡垒户的大量产生，是中共动员农民以应对 目军 

“扫荡”困局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以堡垒户为核心，形成了地洞、地道以 

及抗 日人员与堡垒户、邻里、村政权之间联动的隐蔽系统。在这一系统之下，堡垒户承担 

起保护伤病员和抗日干部，保证抗 日通讯联络的运行，养育抗 日人员子女，掩护抗战物资 

等任务，为冀中抗 日根据地的保存和坚持提供了落脚点与活动空间。在此过程中，堡垒户 

面临着 日伪军的残害和经济条件匮乏的生存困境，抗 日政权和堡垒户想尽一切办法使这 

一 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，尽管有的农民有过犹豫和挣扎， 

但以堡垒户为代表的广大农民以及与共产党结成的血肉联系，代表了民族抗战的主流，创 

造 了历史奇迹。 

关键词 冀中 堡垒户 抗日 生存 

没有农民的参与和支持，中共革命不可能获得成功，这已是学界的共识。 与其他历史阶段一 

样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同样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和支持。尤其是 l941—1943年， 

在 日军的“扫荡”之下，华北敌后根据地特别是冀中区处于非常严重的困难时期，如何获得农民的 

支持和参与就显得更为急迫。如何将分散的干部、八路军“化身”到民众之中更成为生死攸关的问 

题。与之相应，在此酷烈的战争环境中，广大农民如何生存下去，如何应对日军的“扫荡”和响应中 

共抗战的需要，也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。堡垒户作为广大农民的代表，充当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重 

要角色。他们是共产党、八路军的“房东”②，是“如果被敌人发现而不怕敌人烧房、杀头的群众或 

干部⋯⋯是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掩护干部的，这是最坚强的群众 ‘堡垒”’。⑧ 与其他地区的根据 

本文系南开大学科研项 目⋯新革命史’体系的构建及相关资料整理与研究”(360—96172260)的阶段性成果。 

① 对于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，有土地集中和家庭贫困、社会经济改革、民族主义、中共动员等不同解释，究竞其说 

服力如何，是否还有其他解释，都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。(参见李金铮《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?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 

2012年第4期) 

② 孙五川：《人民的精英 爱国主义的楷模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997年版，第9O页。 

③ 杜敬 ：《前言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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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相比，堡垒户在冀中区的表现更为突出。① 堡垒户对于冀中抗日力量“元气”的保存和坚持，对于 

冀中根据地的延续和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迄今，对这一抗战现象，中国近代史学界已经有所 

牵涉②，但无论是堡垒户的产生、形成还是运作内容、运作机制，都还非常模糊，本文拟挖掘报刊、档 

案、回忆录以及访谈等资料，对此做一梳理和阐述，以反映残酷的抗战年代中共力量的生存方式、农 

民群众的生存状态以及中共与农民的互动关系。 

一

、 冀中堡垒户的产生与形成 

冀中堡垒户的产生，既与日军残酷侵略及中共应对困境的局势有关，也与冀中区的地域环境有 

关，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 

日军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尤其是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，是堡垒户产生的历史前提。1938年 日军攻 

占武汉后，由于兵力不足、后勤供应出现危机，已经“占领地域”变得越来越不“安全”。于是，其战 

略从单纯的军事进攻转变为确保占领地的“治安”，将中共华北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。日军 

制定了针对华北的“治安肃正”计划，从 1939年冬到 1940年春，冀中区以其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遭 

到 日军的“五次围攻、六次 ‘扫荡”’。不过，真正对冀中区形成巨大威胁的，是“治安强化运动”。 

1940年8月至1941年 1月，中共发动百团大战，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气焰。日军认为，要想消灭中共 

力量 ，“必须以热情地、顽强地努力，有机地综合发挥军、政、民实力，从而摧毁敌人的组织力、封杀 

和争取群众为重点”。③ 从 1941年3月到 1942年底对华北地区发动了五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这是 

“总力战的进一步实施，也是‘三分军事七分政治’更进一步的运用”。④ 日军对冀中区颇为重视， 

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曾谈道：“该地区为河北省中部粮仓地带。在战略上、经济上， 

冀中地区均属重要，且中共势力在此已经根深蒂固。鉴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 

中共根据地培养战斗力之基地，故一致认为只要捣毁该基地，就可以收到重大成效”。⑧ 由此，中共 

冀中区经历了抗战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。其中，影响最大的是第四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日军华北 

驻屯军司令亲自指挥，发动了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。这次大“扫荡”持续了近两个月，显然“是‘军事 

战“思想战一经济战’数管齐下的‘总力战’了”。 

在“治安强化运动”中，日军实行点、碉、路、沟、墙五位一体的“囚笼政策”，使冀中区的局势发 

生了巨大变化，共产党的活动空间和机动能力大大压缩。⑦ 统计数据表明：“‘五一 ’大 ‘扫荡’之 

① 冀中区位于“河北省的中部，即平汉、津浦、平津、沧石四大交通干线中间一块不等边的方形地。面积约六十三万平方里， 

人口约七百余万，行政区计有四十二县”。李梦龄：《冀中区的客观环境》(1939年 9月)，魏宏运主编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 

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》，“总论编”，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，第158页。 

② 黄道炫《敌意——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》(《近代史研究))2015年第3期)是研究冀中地道的代表作，但限 

于文章主题，作者没有讨论地道和堡垒户之间的关系。 

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，樊友平、朱佳卿译，傅羽弘校：《华北治安战》(上册)，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，第389页。 

④ 邓小平：《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》(节录)(1943年 1月)，中央档案馆等编：《华北治安强化 

运动》，中华书局 1997年版，第47页。 

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：《华北治安战》(下册)，第623页。 

⑥ 《关于敌人“四次治安强化运动”》(1942年7月)，《华北治安强化运动》，第448页。 

⑦ 吕正操指出：日军“到 1942年止，共计建筑了 1753个据点与碉堡，平均每四个半村庄或者2．8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或 

碉堡，并将各点碉中间妨害展望与射击的树木、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。原有和增修的铁路为769公里，公路为7538公里，共计铁 

路、公路为8352公里，平均每3．2平方公里就有一道铁路或公路，挖掘了4197公里封锁沟，平均每6．3平方公里即有一里封锁沟， 

县界都有封锁沟，区、村也大部分挖 了沟，深宽均在 6米以上乃至 10多米不等”。吕正操：《在敌寇反复“清剿”下的冀中平原游击 

战争》(1943年7月)，河北省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，3—1一l64—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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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在到六月底的两个月时间，冀中八千个村庄，六百万(应为“六十万”——引者注)平方公里的土 

地上，日寇修筑据点、碉堡一千七百五十七座，屯兵六万。平均每四个半村，六十二平方公里就有敌 

人一座据点或碉堡。整个冀中被敌人的公路，封锁沟，分割为两千六百七十多块。” 再以六分区为 

例，1940年时共辖 11县，西从正(定)、获(鹿)，东至深(县)、冀(县)，南达滏阳河，北至束鹿、晋县， 

东西长 115公里，南北最宽处近 60公里，共6000多平方公里面积，人El约 230万。到 1942年春， 

“它所占面积，仅在纵横二三十公里至三四十公里之问，各约现在平原上半个县那么大”。对此，曾 

担任冀中六分区锄奸科干事的徐光耀谈道，不止一次听老红军说：“就是万里长征，也没有这次 ‘扫 

荡’残酷!”当看到六分区的战争局势地图时，他认为：“只消四周敌人齐头并进地往里一挤，我们的 

部队——那面疏疏落落的三角小红旗，不就像风前蜡烛一样，飘忽一下就熄灭了吗?”所以，“这张 

地图千万要保密，除了首长和相关参谋人员外，谁也别让看见，它实在太恐怖了，真的会动摇军心 

的”。② 

事实上，面对战争局势的巨大变化，的确“有极少数同志思想消极，害怕斗争，甚至有极个别投 

敌叛变自首的，引起党内有的同志和干部一时的恐慌。有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出现之后，对在冀中 

平原上能否坚持、究竟如何坚持斗争，开始时心中无数，在武装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的关系上， 

是以武装斗争为主，还是以合法斗争、两面政策斗争为主，也一度产生过摇摆。由此，导致极少数部 

队在武装斗争上，一度出现过消极退缩、不愿打仗的情况”。⑧ 以新乐县为例，“党员干部有些经不 

起考验的自首当了叛徒，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回家不干了，仅这些被捕被杀、自首和回家的党员干部 

总共有一百二十人”。到 1942年 8月，五区只剩下了两个干部。，④ 与此同时，情报站和通信站也出 

现瘫痪现象，“内线关系有情报无处去传送；交通员和通讯员活动受到极大限制，文件无法传递；侦 

查员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，敌情难以侦察。就是无线电通讯的联络时间也难以保证。电报时常不 

能按时发出和接收，以致各级不但难以了解战役情况，就是一二十里之外的战术情况也很难了解， 

甚至临近村庄有无敌军和我军也往往不了解”。伤病员的治疗和休养，也成为一大难题，“不但缺 

医少药，而且也难以栖身，以致不少的同志被敌人杀害”。⑤ 以上困难，都对冀中根据地的继续生存 

提出了巨大挑战。 

但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冀中区，而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，继续坚持抗战。之所以 

如此，也与晋察冀乃至整个华北抗战大局对冀中区的需要有关。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：“冀中如果 

不能坚持，则北岳区将感到严重威胁，力量就难以保持，时间就难以争取，只顾转移，不要坚持，不是 

保存力量的最好办法(某些转移是必要的)。”⑥杨成武也讲道 ：“如果冀中不能坚持，冀西定会是很 

困难的。冀西在‘五一扫荡’前，我们穿的衣服是高阳布做的，要到冀中去背布，吃粮食是从冀中背 

① 刘光裕等：《冀中军区九分区第四十二区队史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O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 

室1986年编印，第87—88页。 

② 徐光耀：《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 

版，第155、153、156—157页。 

③ 高存信：《粉碎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渡过难关赢来胜利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 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 

l5页。 

④ 田志周：《新乐县人民八年抗战斗争片断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O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

1985年编印，第110页。 

⑤ 苏锦章：《冀中七分区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回顾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91、93页。 

⑥ 《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对彭德怀(坚持平原游击战争问题答复)讨论后的说明》(1942年 8月18日)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 

究室编：《冀中历史文献选编》(上)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，第690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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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来的，兵源也主要靠冀中补充。”①当然，关键是如何落实中央的决策，怎样才能坚持冀中抗战? 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才产生了堡垒户。 

中共中央决定，冀中区领导机关和军队主力撤离到冀西山区，军分区以下党政领导机关和地方 

部队分散留在根据地，也即“地委、专署分散到县，分散到区，再分散到村”，使之成为地方化、群众 

化的游击队和隐蔽的根据地，如时机有利也可发动对日军的攻击。② 尤其是本地干部、游击队，更 

要分散隐蔽下来，他们熟悉地理，“知道人情事理，对本地敌情和敌人规律亦最清楚，便于在群众中 

掩护自己，便于窥察敌之弱点，利用敌之矛盾，拣小便宜打胜仗 ，积小胜为大胜”。③ 这些留下的干 

部，被称为“抗战干部”和“咬牙干部”，而离开冀中的干部被称为“建国干部”。④ 当军队、干部分散 

隐蔽后，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落脚和生存?可以设想，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，分散隐蔽是绝对不可 

能做到的。基于此，中共开始想到在农村建立堡垒户，由堡垒户承担起保护军队和干部的任务。 

在分散隐蔽军队和干部的同时，中共中央还决定将游击战争开展到“敌后之敌后”去，以阻止 

日军继续进行面的占领。⑧ 其中最重要的做法是，通过武工队的形式进入村庄，扩大在敌区和近敌 

区的活动空间。这种在村庄灵活分散的扎根方式，被称为“打堡垒”，即“在这个村庄，将我政府的 

政策法令切实的付诸实施，打下一个坚强的基础，作为堡垒，以后再以之为骨干，旁及他村，形成一 

种水波式的影响。这种打堡垒的工作方式，在敌区开展工作，有着决定的意义”。⑥ 打堡垒的工作 

方式，一般以革命家庭为目标，“要很好的接近群众做居民教育创造革命家庭，以许多的革命家庭 

作为坚固的抗H堡垒⋯⋯以便隐藏我小型武装及工作人员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”。⑦ 而所说的 

革命家庭，也就是武工队和地方干部所依靠的堡垒户。 

遗憾的是，有关堡垒户建立的政策性资料很少。管见所及，共产党地方组织做出建立堡垒户的 

决策有早晚之别，大概始于 1941年前后。如 1941年 9月，冀中十分区三联县县委在龙虎庄乡召开 

会议，提出建立堡垒户的工作。而后，县委首先在四联区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选择绝对可靠的堡垒 

户作为落脚点。通过工作，四联区南孟以东和永霸交界处的“外八营”一带成为县委的隐蔽根据 

地，罗家营村、千人 目村建立了县委机关的堡垒户。同时，县、区干部也都选择了可靠的堡垒户。⑧ 

1942年 2月，冀中十分区一联县县委在白洋淀郭里 口村召开会议，提出：“建立堡垒户，挖简易地 

洞，搞夹皮墙。”⑨同年 8月中旬，冀中八地委在白洋淀召开会议，提出：“发动广大群众挖地道，开展 

平原游击战争，建立隐蔽根据地，积蓄力量，准备反击。”~1943年6月，冀中十地委在大苇塘召开会 

① 杨成武：《关于冀中平原抗 日根据地斗争的回忆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36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 

公室 1986年编印，第l8页。 

② 吕正操：《在敌寇反复清剿下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》(1943年7月)，河北省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 ，3一l—l64啊2；吕正 

操：《冀中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版，第229---230页；杨成武：《关于冀中平原抗 日根据地斗争的回忆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 

争资料》第36期，第22页。 

③ 张达：《“五一”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》(1945年3月)，石家庄市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，1一卜啊26 。 

④ 苏锦章：《怀念梁迭三政委》，武斌主编：《滹沱河畔的战火——冀 中七分区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选编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

1990年版，第555页。 

⑤ 《聂荣臻回忆录》(中)，解放军出版社 1984年版，第545—546页。 

⑥ 孙志远：《在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中政府怎样坚持3-作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 

会办公室 l984年编印，第25页。 

⑦ 冀中行署：《冀中反“扫荡”政权斗争总结》(1943年5月)，河北省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，3一l一 7—11。 

⑧ 中共永清县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永清人民革命史(1937--1949)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年版，第9O页。 

⑨ 中共河北省廊坊市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(1937--1949)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版，第】02页 

⑩ 《中国共产党青县历史(1937．7一l949．9)》，中共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2006年编印，第71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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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做出“开展地道战，建立堡垒村和隐蔽根据地”的决定。 

冀中区堡垒户的产生，除了抗战局势的恶化以外，还与这一地区的地形有关，可以说是迫不得 

已的办法。冀中区为平原，无险可守，青纱帐虽可起到掩护抗 日力量的作用，但时间有限，当庄稼收 

割，没有青纱帐之后，如何掩护就成了问题。然而，困难往往倒逼解决办法的出现，平原地形的劣势 

反而促成了地洞、地道战等斗争形式。但正是地洞、地道，为堡垒户保护抗 日力量奠定了基础。据 

时任冀中军区敌工部部长史立德等人的回忆，开始时干部在村外躲藏，依靠作物、洼地等地形掩护， 

但“高杆作物砍倒，天气转凉，出现了进村继续坚持工作的问题”，在这种情况下“隐蔽地洞的办法 

很快由村干部、党员、青壮年带头普遍推广。当时把有隐蔽洞的家庭叫做‘堡垒户 ”’。有了堡垒 

户，“区以上干部和军队住在村里，心里更踏实了”。② 

冀中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堡垒户，然而更重要的是，如何选择和动员农民成为堡垒户?这绝不 

是一件易事。 

日军残酷的大“扫荡”，一定程度上导致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出现裂痕。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 

1943年讲道：“冀中在大‘扫荡’后，曾有一个时期，群众不愿八路军在本村打仗，不敢接近八路军， 

怕敌人找岔子报复。”③时任冀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的高存信也谈道：“在敌人全面占领的严重 

形势下，群众曾一度怕敌人报复，不愿我军驻在他们村庄或在其村里打仗；打与走、打与不打的矛盾 

大为增强；军队已陷入抗战5年来从未有过的极度艰难之境地。”④曾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的干部刘 

伯彦回忆，到雄县大魏庄村原村支部书记董贺年家躲藏，可董的母亲说：“伯彦呐，楼上的敌人老 

来，贺年也不敢在家呆着，你们快躲开这吧。”由于日伪对村庄 日夜查岗，村干部跑到外面，干部家 

人不敢收留其他干部。⑤ 在新乐县工作过的田志周也回忆，“我们住到村干部家里，都不能让干部 

的母亲和老婆知道。因为敌人一来，她们的脸色就变了，敌人常常根据这一点进行搜查。”一区妇 

救会干部李志克，平 日里姑姑非常疼爱她，但一天晚上李志克到姑姑家去躲藏时，叫了半天门，姑 

姑才打开。姑姑对她说 ：“哎呀!你怎么住在这里，这样残酷，把我家害了怎么办?”甚至出现了爷 

爷连孙子都不掩护的情况 ，何任茂是新乐县的一个组织干事，回到六区东张村的家里躲藏，媳妇 

把他藏在地道里，但爷爷听别人说他的孙子回来了，竞把他送到敌人据点去了。⑥ 应该说，民族 

爱国主义以及抗 日根据地建立后实行的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政策，都曾对农民支持和参加抗 日 

产生了积极作用，但在极端恶劣的特殊环境之下，农 民产生了对中共的疏离乃至埋怨也是可以 

理解的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拥护共产党。共产党选择、发动和建立堡垒户的过程，就是解决这 
一 困难的过程。 

如何选择和确定堡垒户，并没有一个统一和完整的标准，家庭成分、家庭状况、家庭成员的性别 

构成、社会关系、居住的房屋院落、家中挖的地洞地道情况等方面都与之有一定的关系。譬如，冀中 

十分区在选择堡垒户时规定：在政治基础、地理条件好的村子选建堡垒户，堡垒户的条件应是： 

1．对革命有认识，抗 日坚决，胆子大，有骨气，能守密。2．家庭人 口不多，没有小孩或小孩很少。 

① 《永清县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》，中共永清县委党史研究室1990年编印，第9l页。 

② 史立德等：《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群众运动概述》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：《冀中平原抗 日烽火》，河北人民 

出版社 1987牟版，第 l26一】27页。 

③ 吕正操：《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》(1943年)，吕正操：《论平原游击战争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版，第181页。 

④ 高存信：《粉碎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 渡过难关赢来胜利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 

13页。 

⑤ 刘伯彦：《在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里——回忆冀中十分区第一联合县大清河东地区坚持隐蔽活动的情况(1941．9～ 

1942．4)》，《拒马河畔的烽火》，晋察冀冀中十分区第一联合县抗战史编辑委员会 1989年编印，第303页。 

⑥ 田志周：《新乐县人民八年抗战斗争片断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0期，第l1l—l12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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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房院部位合适，能藏能走。 深县县委选择堡垒户的条件是：“一、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。二、必 

须挖一个秘密的藏身洞。三、堡垒户应是敌人 ‘清剿’时不注意的地方，避免敌人搜查。”②其他材 

料则反映，有的更多考虑了政治身份和家庭出身，冀中摄影训练班在选择堡垒户时就要求“党员、 

村干部、军烈属和政治上可靠、热心抗 日工作的贫下中农”。③ 有的倾向于某一方面的因素，如冀中 

七分区侧重于贫苦农民，“堡垒户是抗战的铜墙铁壁，一般是贫下中农，大多数是烈军属，干部家 

属，他们能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抗 Et干部和军队”。⑨ 有的侧重于妇女，如饶阳、安国，“堡垒户大 

部分是有中老年妇女能当家作主的人家，当敌人包围搜查时，许多老大娘 、大嫂把干部、伤病员认作 

自己的儿子、丈夫。堡垒户家中都有秘密地洞，有的同时掩护几个人，互不见面”。⑤ 有的侧重于原 

来根据地里的可靠人家，“部队分散成若干小单位活动后 ，遇到了许多困难：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人 

地生疏，各种情况不明，没有兵站和后方，各种补充也很困难⋯⋯‘堡垒户’是以原来根据地里的可 

靠人家作对象，在自愿的情况下，经过考验确实可靠才作为立足点定下来”。⑥ 以上各地选择堡垒 

户的条件尽管比较复杂，但最核心的显然是可靠性。 

除了贫苦农民之外 ，中共还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，将堡垒户扩大到地主、富农 、保长等 

农村上层。开始有些干部习惯于革命的阶级观点，对这一策略并不太理解。据徐光耀的回忆，他当 

时被分到一个大地主家，他当时的感觉是：“当时我当兵、入党已5年，又是锄奸干部，阶级警惕性 

是很高的。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，心中颇为疑虑，生怕一旦情况危急，会落个四面悬空。然而， 

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，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，有阶级弟兄在一侧，也就不好挑五拣六、另提要求 

了。”⑦时任冀中九分区县游击大队指导员的费国柱即亲身经历了生死，但是县委指示他们到蠡县 

大柳树南庄赵秉真家隐蔽休息，他当时的想法是：“听完他的话，我犹豫了一下。赵家是这一带有 

名的大财主，七七事变前靠倒卖硝烟发家，有很多庄户和田地。”因此 ，他整晚都是心中不安。当晚 

又有敌军来围，他们更是怀疑是赵家泄密了，但后来查明不是他们，反而他们因极力保护八路军干 

部导致家中死了几个人。⑧ 因此这些人被称为“‘特殊的堡垒户’。他们表面上支应敌人，暗地里 

为我们工作”。⑨ 将他们的家里作为掩护地点，有其独特的优势，“这些上层人士，住的都是深宅大 

院，几十个游击队员住进去，一点不会暴露 目标”。另外，他们和“当地的特务、伪军也有来往，这些 

人去了他们也有法应付”。⑩ 再者，地主、富农家住进了抗 日人员，“他们便和基本群众、保公所人员 

在掩护抗 日人员这一点上有了共同利害，又由于他们财产多，往往比基本群众还怕出事，这就自然 

① 十分区组：《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第三十五地区队抗 日斗争史略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32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 

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，第14页。 

② 葛志：《地道斗争在深县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76页。 

③ 粱明双：《战火中的摄影训练班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332页。 

④ 徐志军等执笔：《冀中七分区妇女抗日斗争史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37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 

室1986年编印，第135页。 

⑤ 妇女组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~-k-．-v-作大事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l4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 

室1985年编印，第 l3页：王又新执笔：《安国县抗 日时期妇女工作回忆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89页。 

⑥ 孙晓波：《冀中军区九分区第三十四地区队史》．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31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．h-~2- 

室1985年编印，第 l17一ll8页。 

⑦ 徐光耀：《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 176页。 

⑧ 费国柱：《发生在赵家大院的故事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一～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261—27O页。 

⑨ 石坚：《打不破的铜墙铁壁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09页。 

⑩ 阎素：《回·k保北地区的抗 日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7期 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 

编印，第99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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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扩大了抗 日联合”。① 也就是说，将他们作为堡垒户带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性质。 

按照以上标准，共产党组织对村庄进行了解和动员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和建立堡垒户。所谓了 

解该村情况，就是“敌人在该村的活动、群众情绪、思想活动，伪军伪属和我对立人的情况，堡垒户， 

堡垒户周围街坊四邻的情况，工作执行情况等等”。② 而且，往往“先做干部家属的工作，做干部、党 

员的工作，然后，再向群众中发展”。③ 然后，“进行对堡垒户的调查(协同地方政权)，然后再进行 

对堡垒户的动员解释，克服其恐怖心理”。 
一 些农户之所以愿意做共产党、八路军的堡垒户，主要有两个初衷。一是怀着对日军的仇恨成 

为堡垒户。譬如高阳县东教台村的堡垒户郝大娘 ，她的丈夫遭到敌人毒打至死，“大娘怀着满腔的 

民族仇恨”，先后把儿子送到八路军，女儿送到妇救会工作，自己则在家为抗日工作，让弟弟帮助在 

家挖了一个洞，成为县区领导机关的堡垒户。⑧ 献县后南旺村的堡垒户蔡芝运家，大哥、二哥先后 

被日军杀害，据她的儿子岳如洲口述：“俺大舅、二舅都死了，和日本鬼子有仇，恨得够呛，弄得人没 

了，房子也烧了，国仇家恨，就支持共产党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一门6个寡妇，姥姥、大妗子、二妗子、 

老姥姥、三姥姥、大姥姥再加上我母亲”承担起了掩护献县党和县政府的任务。⑥ 二是怀着对共产 

党感恩的心态成为堡垒户。安国县报子营村的堡垒户李杏阁，出身贫苦，丈夫去世后，母子四人的 

生活更加困难，常常讨饭为生。共产党来到冀中后，李杏阁家每遇青黄不接，就能得到抗日政府的 

救济粮。1942年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后，她自愿成为堡垒户，掩护八路军。④ 

不过，毕竟“挖洞保护八路是个很危险的事，没有豁出全家生命财产的精神是不敢的。因为敌 

人一旦发现就会杀人烧房直至杀害全家性命的”。⑧ 因此，有的农民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 

能成为堡垒户，如：“进行抗日形势和爱国主义教育，要体量群众的困难，要对群众进行保密教育， 

这些工作都做好了才能住下”。而且强调：“在做思想工作的过程中，不管群众怎么不通，哪怕最后 

硬是不让住，也不要给群众扣不爱国的帽子，或说一些有伤感情的话 ，因为他们本质上是爱国的，而 

是觉悟不高或有具体困难。我们要善于等待，一定要做到好来好走”。⑨ 安平县察罗村刘九胜，就 

是接受了党的抗 日宣传教育而成为堡垒户的例子，“老人家更加清楚：只有把 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

去，老百姓才有安生的Et子过。”⑩ 

以上事例表明，农民的抗 日热情、中共社会经济措施和深入动员对于农民参与和支持抗 日都发 

挥了作用。 

① 刘劳之：《栾城人民的抗 日隐蔽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9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 

编印，第 lo7—108页。 

② 王瑛璞执笔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59 O页。 

⑧ 李培业：《建国县五区“五一⋯‘扫荡”前后的工作情况》，《沧州革命史料》第 17期，“建国县专辑”，中共沧州地委党史资 

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1987年编印，第51页。 

(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：《关于冀中部队各种情况下的政治工作》(1944年 1月)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48期，冀中人 

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1988年编印，第33页。 

⑤ 梁景才：《刺刀放在脖子上的时候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93页；王瑛璞执笔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 

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工作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 14期，第67页。 

⑥ 蔡芝运(1927～)的二儿子岳如洲(1959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陌南镇前南旺村 ，2017年8月7日，宋弘访谈。 

( 七分区组：《冀中子弟兵的母亲——李杏阁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3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

1987年编印，第145页。 

⑧ 王德光：《堡垒户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4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7年编印，第128页。 

⑨ 刘劳之：《栾城人民的抗 日隐蔽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9期，第 1l3一l14页。 

⑩ 李剑青：《平原上的钢铁屏障——回忆堡垒户刘九胜一家》，武斌主编：《滹沱河畔的战火——冀中七分区人民抗 日斗争史 

资料选编》(续)，海潮出版社 1993年版，第128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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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也有顾虑重重、不愿意做堡垒户和埋怨堡垒户的情况。如饶阳县邱孙庄的堡垒户赵杏， 

多次掩护八路军，遭到敌人的注意和搜查，村里有人就埋怨她 ：“一个老婆子领着 3个大闺女跟开 

店一样 ，把 日本招来了，一村跟着遭殃。”①深泽县段庄村的堡垒户田玉春，多次掩护伤员，丈夫表示 

反对，说：“干这种事让日本人知道了要杀头的!”为此，他还一气之下离开田玉春到山西去了。② 在 

动员过程中，也发生过极个别强迫建立堡垒户的例子。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乡村上层．如雄县祁岗 

村的李和顺 ，既是村保长，也是村里最富裕的，将他家作为堡垒户，就有一定的强制性。③ 以上两种 

情况，反映了抗战环境下农村民众与中共关系的复杂性。 

经过选择和动员，堡垒户建立的结果如何呢? 

从笔者搜集到的60个典型堡垒户的统计可以发现：从经济情况来看，除了其中3个“保长身 

份”未说明家庭经济情况外，在其余57个堡垒户中，经济贫困的有 48户，占84．2％，比较富裕的有 

9户(包含中农)，占15．7％；从身份来看，堡垒户个人为基层党员、干部者 21个，占总数的 35％。 

除此以外，家庭成员有党员者 1 1个，占18％。二者合计，达到 53％；从社会关系来看，较多的是亲 

戚关系，也有邻居、同学关系；从家庭人口来看，以3—8人为主，个别的多达十几个。④ 可见，堡垒 

户仍是以贫困农民占多数，贫困阶层与拥护 、支持中共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。而有的富裕户也 

成为堡垒户则表明，在 日本侵略和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，富裕户并非铁板一块，有的也会拥护、支 

持中共的抗日活动，有的家庭成员中还有中共党员。总之，以上数据与中共对堡垒户选择的标准、 

目标是基本吻合的。 

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很多村庄都建立了堡垒户。如冀中八分区，1942年一个村一般的有六七个 

堡垒户，多的到十几户，甚至二三十户。其中，饶阳县有89个村共建立了堡垒户306个，“几乎将近 
一 半的村都有了我们的堡垒户”。到 1943年，该县堡垒户增至 1000多个。⑤ 有的村子因为堡垒户 

数量多而被称为堡垒村，如藁无县东庄村有堡垒户 30余户。⑥ 河间县的北窝头、南窝头、石家连 

城、河东村、宋家佐等 5个村庄都是堡垒村，北窝头村的“地洞星罗棋布，不能说家家有洞 口，但究 

竟有多少也数不清”。南窝头村有一条堡垒街，“村长、青救会主任、妇救会主任，还有其他村干部 

都住在这条小街上，几乎家家有地洞，有的还洞连洞 ，有的和地道相通，是我们区小队、县区干部常 

食宿的地方”。⑦ 献县柳杭村也是一个著名的堡垒村 ，村子 85户，其中75％为抗 日户或抗属，50％ 

有区以上的抗日工作人员。⑧ 可见，冀中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广泛的堡垒户网，这种“地下抗 日根 

① 刘俊妥、许青莉：《坚强的堡垒 革命的家庭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82页。 

② 郭昭辉：《她护理了二百多名伤员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41—142页。 

③ 于觉民：《血的教训与地道斗争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63页。 

④ 主要根据以下几种资料整理而成：杜敬编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53、55、57、59、6l、65、103、l11、135页；《峥嵘岁月 ‘ 

回忆录专辑》，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1983年编印，第133、149、155、247、326页；《峥嵘岁月 ·英雄、模范、堡垒户选辑》，河北省妇女联 

合会 1984年编印，第27、103、129、182、208、224、306页；《永清县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》，第70页；《铜墙铁壁》，中国共产党青县委 

员会党史研究室 1991年编印，第29、39、126、155页；《冀中八分区抗 日斗争史资料选编》(下)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八 

分区组等 1987年编印，第152、232、380页；刘锦章主编：《战斗的回忆》，长征 出版社 1997年版，第321、381、399、403页；李秉新主 

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348、398页。 

⑤ 八分区纽饶阳组：《饶阳县人民抗日斗争史略》(节录)，刘涛、赵淑贞：《冀中八分区妇女工作概述》，《冀中八分区抗 日斗 

争史资料选编》(上)，第97、287页。 

⑥ 朱志英：《藁无县的堡垒村》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、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：《冀中的血与火》(下)，中共 

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00页。 

⑦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O、72页。 

⑧ 张朋：《记全面抗战的典型村——柳杭》，《献县人民抗日斗争史史料选辑》第52期，献县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、献县 

人民抗日斗争史编辑办公室1988年编印，第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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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金铮 宋弘／坚持：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、使命与困境 

据地”现象被 日方称为“地下还有一个冀中” 。 

论述至此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与冀中区一样，当时华北其他根据地也面临着 日军“扫 

荡”的难题，但并不像冀中区那样有如此规模的堡垒户。其原因大概与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 

有利于保护军队、干部有关，群众工作虽也很重要，但不如冀中区那样紧迫。譬如，晋察冀北岳区的 

地形以山地为主，抗 日力量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，“在敌‘封锁“蚕食’下，军区和边区机关以及大部 

抗 日军民被迫退到阜平和太行山南部山区”。② 悬崖边的山洞经常作为伤员的隐蔽之地，就显示了 

地形的作用。③ 冀东区的情况也与之类似，“有山地作依托，回旋区非常大，比如海大水深鱼少，使 

敌人‘清水模(摸)鱼’成为幻想”。④ 可见，农民群众在这两个区域所发挥的作用不如冀中区大。有 

的根据地，如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也多为平原，但由于所遭遇的El军“扫荡”不像冀中那样严重，仍有 

较大的回旋余地，军队尚能支撑抗日斗争局面，群众工作也就没有发展到冀中那样的程度。⑧ 其实 

这些根据地也制定了与冀中堡垒户类似的政策和措施，但由于以上原因，堡垒户并没有大量出现。 

二、以堡垒户为中心的隐蔽系统及其保护工作 

堡垒户被选择、确定和建立之后，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中共抗 日力量，抵抗 Et伪军的“扫荡”。 

在此意义上，堡垒户也被称为“救命户”。而要想有效地开展保护工作，其前提是以堡垒户为中心 

构建一个综合的隐蔽系统，包括挖掘地洞和地道、建立社会关系以及两面政权、伪军工作等方面。 

首先，挖掘地洞和地道。 

“堡垒户”名称的由来，与地洞、地道被称为“堡垒”有关。时任安平县大队政委的张根生谈道： 

“开展地道斗争⋯⋯当时大家把家中挖地洞的农民叫作‘堡垒户 ’。”⑥实际上，只要农民同意在家 

里挖掘地洞和地道以掩护中共人员，就基本上意味着他们从“群众”到“堡垒户”的转变。 

保护抗 Et力量的手段是逐渐丰富的。在挖洞之前曾以房屋、院落、地窖作为掩护，后来才发展 

为地洞、地道。冀中的地洞和地道兴起较早，最初始于蠡县，后扩展到其他地区。开始主要是一些 

村干部挖，后扩展到所有的堡垒户。不过，在 1942年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之前，一些基层干部对于挖 

洞并不是很积极，“村干部和区干部麻痹思想比较多⋯⋯把挖洞当成一般号召”。“五一”大“扫 

荡”后，“才认识到上级关于挖地洞的指示是正确的”。⑦ 由地洞发展到地道后，人在其中的活动空 

间、活动能力大大加强，利用地道进行掩护成为堡垒户保护抗Et力量的重要途径和方式。为了迷惑敌 

① 成学俞、张桓：《神奇的地道斗争》，《冀中平原抗日烽火》，第384页。 

② 王平：《晋察冀三分区军民的反“扫荡”反“蚕食”反“封锁”斗争》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 究室编：《北岳抗 日根据地 

(1937．7一I944．9)》(下)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年版，第209页。 

⑧ 邢竹林、程间：《1943年秋反“扫荡”中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》，《北岳抗日根据地(1937．7—1944，9)》(下)，第233— 

234页。 

(璺) 《中共冀东地委关于 1942年秋反“扫荡”方针与部署》(1942年9月)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冀东武装斗争》，q- 

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，第89页。 

⑧ 《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对冀南工作指示》(1942年 l2月)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冀南历史文献选编》，中共党史出 

版社1994年版，第 177、185、220、224、233_234、371、380页；《中共冀南区党委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十二月十日指示的结 

论》(1943年 1月26日)，《冀南历史文献选编》，第389页；《中共中央北方局对 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》(1942年6月)，中共冀鲁 

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、中共河 南省委 党史工作委 员会编：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》第 2辑，“文献部 分”(中) 

(1941．7一l943．11)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，第225页；《边区的形势与任务——黄敬同志在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》(1942年 

12月)，《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》第2辑，“文献部分”(中)(1941．7～】943．11)，第367—368页。 

⑥ 张根生：《从“蛤蟆蹲”到联村地道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P》，第45 6页。 

(z) 李志海：《从教训中懂得了必须挖地洞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51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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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和预防敌人破坏地道，地道改造得越来越复杂，“挖些迷惑洞，就是在地道转弯处，分开若干岔路，有 

活路有死路，敌人一经进入地道，则利用枯井与地道相沟通，这就造成了一种陷阱”。① 献县南庄村堡 

垒户边瑞香就谈道：“没人领着走迷糊了，这么大村，有一个人进地道迷路了，地道里好多又，找了好长 

时间才找到。”②总之，无论是地洞、地道，还是二者的结合，都为抗 日人员的隐蔽提供了容身之地。 

在建立地洞、地道的隐蔽系统中，最重要的是保密性。譬如，特别注意挖掘地洞的位置，“大街 

两旁，村公所、学校附近就不好，因为这多是敌人集中活动，占的比较多的地方。要选择背静、偏僻 

的角落、旮旯，便于自己出入，敌人活动和发现的机会又少”。⑧ 对于挖洞的人和时间也有严格的要 

求，一般由堡垒户自己动手挖洞，而且是夜间挖。时任清苑县县委秘书的刘莲如说，建立一个堡垒 

户很不容易，“绝对保密，都是自己动手挖洞，非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同志之间的地洞也互不相知，互 

不占用⋯⋯挖洞本身也是很困难的，多是夜间挖，还得把挖出的新土伪装好”。④ 之光县县委秘书 

陈哲更是详细地指出：“不能动用多少人去挖，绝大多数是堡垒户全家和住堡垒户的干部动手挖， 

不让别的任何人知道。有的堡垒户是孤家寡人，无力挖洞，也只能是个别党员、干部代挖。”而且， 

“只能晚上挖，白天就不行；挖出的土要有处放，而且不露痕迹，避免引起怀疑；多数时间是摸黑挖， 

洞口外不能有灯光；房东有什么工具就用什么，不能左邻右舍去借用 ，实在不得已时，从别的村借点 

工具用。”对于地洞的具体位置，对外更是严格保密，“除房东外的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都不能知道， 

甚至同志之间也不互相了解谁的堡垒户是哪家，洞在什么地方”。⑧ 

在挖洞过程中，堡垒户对家人也要保密，特别是对小孩严格保密。九分区通讯人员在堡垒户家 

的地道，就是堡垒户在孩子睡觉以后连夜挖成的。⑥ 此外 ，还根据被保护人员的需要，分配不同类 

型的地洞。时任河问县四区青抗先队长的何子立谈道：“有绝密的属于县区干部的个人地洞，也有 

秘密的属于干部和小股部队集体住的，还有比较秘密、半公开性的，一般是区干部开会或召开各村 

干部会议时，如发现敌人或被敌人包围后用的。”⑦献县西城村堡垒户荣书华就谈道：“那时候民兵 

是民兵的洞，干部是干部的洞，机关是机关的洞，军队洞是军队的洞，人家都分开呢，我家是机关 

洞。”( 通过以上办法，地洞、地道的保密性就建立起来。 

其次，建立抗日人员与堡垒户、邻里和村政权之间的联动关系。 

村庄是熟人社会，而抗 日人员多与本村无直接关系，从而增加了日伪的怀疑。为了对付日伪的 

搜查，抗日人员对堡垒户采取了认亲的方法 ，建立带有迷惑性的“亲属”关系。曾任冀中军区政治 

部主任的李志民谈道：“我们住到‘堡垒户’家中时，大多用化名，‘堡垒户’的家长会把全家人聚拢 

来介绍互相认识，根据我的年龄给我排个辈分，是兄弟、儿子或侄子，然后教我们怎样互相称呼，这 

样。万一敌人突然闯进村来，我们来不及转移，可以应付敌人。”⑨曾在定县工作的张沽也谈道，在小 

齐庄堡垒户齐老月家，为了便于掩护，改名为齐海英，“我称齐海堂的父、母为姑父、姑母 ，作为海堂 

① 程子华：《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》(节录)(1942年 l1月)，保定历史文化专辑编委会编：《保定抗 日地道斗争》，新华出 

版社2005年版，第317页。 

⑦ 边瑞香(1929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段村乡南庄一分村，2017年8月5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③ 陈哲：《我们有了安全感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46页。 

④ 刘莲如：《县委书记的堡垒户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58—59页。 

⑤ 陈哲：《我们有了安全感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45—246页。 

⑥ 王广仁等整理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九分区的无线电通信情况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7期，冀中人民抗日 

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7年编印，第85页。 

⑦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68— 9页。 

⑧ 荣书华(1927～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西城乡西城北村，2017年 8月6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⑨ 《李志民回忆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1993年版，第45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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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表妹同他的乡亲、亲戚交往，和同村姑娘拜成姐妹”。后来转到大陈村堡垒户范兰顺家，“我是作 

为兰顺的干女儿住在他家里的，在这个村里也是以公开合法身份活动”。在圣佛头村堡垒户王老 

旺家也是如此，“我仍是以合法身份活动。为了便于掩护，我认大伯为干爹，干娘给我改名叫兰 

花”。① 献县北留钵村堡垒户赵鹤梅谈道，共产党干部到她家对她父亲说：“大伯啊，有人跟你问人， 

你就说我是你儿”，俺爹说：“你就说是我侄儿就行了，我是你大伯。”她还提到，有个干部到她家隐 

蔽，对她父亲叫“大爹”，她父亲说：“别叫大爹叫大伯，俺们这边叫大伯。”②冀中抗大二分校第三团 

文印组隐蔽在献县宋家房子，规定即便走到村子的街上，遇到乡亲也“不准使用 ‘老乡一老人家’ 

‘老太太’⋯⋯这一类字眼，而要按照农村乡亲辈数，直接喊出称呼，如福顺大伯、进喜叔、大有哥、 

二春嫂⋯⋯村里的乡亲们也不能叫我们什么同志，而也是按辈数直呼名字”。⑧ 这样一来，抗 日人 

员“化”人群众之中，增加了安全性。 

不过，同样是因为熟人社会，堡垒户与邻居的关系反而降低了隐蔽的安全度。尽管堡垒户的地 

洞对于邻居是保密的，但事实上很难做到绝对保密。“开始有些人还以为‘堡垒户’是孤立的秘密 

的，特别强调保密。经过一个时期才了解到‘堡垒户 ’也不是孤立的，实际上村里的人特别是附近 

邻居都知道，没有大家的保密也成不了‘堡垒户”’。④ 譬如束鹿县小钟庄，“堡垒户虽说是绝对保 

密的，但时间一长，怎么也瞒不了左邻右舍”。邰丽丽家的邻居就是区干部的堡垒户，她 口头不说， 

实际上是一清二楚的。一天夜里，伪军到邻居家搜查，她听到声音，知道伪军要白面，就到邻居家对 

伪军说：“老总，你们找白面呀，她家穷花花的，哪里有白面。走，我领你们去找”，然后就带着伪军 

离开了堡垒户家。⑤ 为此，邻里间掩护干部已成为一种常识，“群众也自觉形成了纪律。如没事一 

般不串门，串门遇上陌生人一般不问是哪的客人”。⑥ 可见，堡垒户与邻居的关系也是隐蔽系统的 
一 环，邻居对于堡垒户的保护活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 

一 些村庄不在中共政权之下 ，如何使村政权保护堡垒户、保护抗 日力量也很重要。因为堡垒户 

在村庄之中，要做到对村政权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。为此 ，中共组织不仅对村政权进行了调查，而 

且要求村保长：“(1)要掩护抗 13人员；(2)要保护抗 13家属；(3)要为抗 日人员的活动保守秘密； 

(4)要教育伪属，要求他们的亲人不要做死心踏[塌]地的汉奸。”⑦更重要的是，通过建立两面政 

权，加强合法斗争。⑥ 两面政权表面上应付13伪政权，暗中为共产党工作，起到了保护堡垒户、保护 

抗 13人员的作用。正如时任河间县一区抗联会主任的何子立所说：“依靠堡垒户，依靠地洞，再加 

上革命的两面政策的执行和其他工作的开展，环境虽然残酷，但可以坚持，比较稳步地开展工作，一 

直坚持到河间解放 ，日本投降。”⑨大城县东窨子头村堡垒户李跃熙谈道，遇到 13伪军搜查 ，伪村长 

会通知地下村长，地下村长再通知到堡垒户家中。⑩ 定南县区委宣传委员马新，就曾得到两面政权 

(1) 张洁：《含泪的回忆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11—114页。 

(2) 赵鹤梅(193O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临河乡赵三角村，2017年 8月5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⑧ 乔连川：《永远的怀念》，《冀q,A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 23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 办公室 1985年编印，第 

65页。 

④ 刘国华、刘国璋执笔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的群众运动概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5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 

料研究会办公室1987年编印，第 100页。 

⑧ 孙-fi-N：《人民的精英 爱国主义的楷模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06页。 

⑥ 王进明：《敌人炮楼下的堡垒户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04页。 

⑦ 刘劳之：《栾城人民的抗 日隐蔽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9期，第106页。 

⑧ 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如何坚持，能否采用合法的斗争形式，在中共内部有过争论。 

⑨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69页。 

⑩ 李跃熙(1936一)I；7述，河北省大城县大尚屯镇东窨子头村，2017年7月24日，宋弘访谈。 

15 



抗日战争研究 2018年第 1期 

的帮助。他去找县游击大队政委汇报工作 ，路上与伪军正面相遇 ，于是跑到堡垒户尤家钻洞，伪军 

进来搜查。两面政权的伪村长来了，“一面向伪治安军搭讪，一面悄悄地往伪治安军手里放了一大 

把伪币”，伪军就撤离了。① 可见，两面政权有助于堡垒户隐蔽系统的开展。 

在以堡垒户为中心的隐蔽系统中，中共组织还认识到伪军有时也能够起一定的作用。“伪军 

人员大多数是劳苦群众 ，妻儿老小都住在敌占区，他们大部分是由于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”。② 

何况，伪军不是铁板一块 ，与日军也有矛盾。因此，共产党对伪军宣传抗日爱国的道理，说明对伪军 

的宽大政策，希望他们多做有利于抗 日的事，但对那些为虎作伥者则进行严厉的惩罚。经过这一过 

程，一些伪军对共产党的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。河间县一区抗联会主任何子立在 

北窝头村堡垒户李大婶家隐蔽，日伪军突然包围村子，召开村民大会指名交出何子立。其中，“在 

邵庄据点当汉奸的焦狗犬是北窝头人，也跟敌人到了村，乡亲们怕他领着敌人找我。因他当汉奸 

后，我们对他进行过教育，告诉他不要做坏事，要为我工作。他虽跟着敌人乱转，也没有敢说”。⑧ 

在蠡县也发生过伪军帮助堡垒户的事情，“蠡县 ×村有一堡垒户住着干部，敌人进村了，干部急急 

忙忙钻了洞，洞口设在牲口圈内，慌忙之中没盖严 ，牲口粪漏了下去，漏出一个小洞来，被鬼子发现 

问：‘那是什么的?’房东忙说：‘那是老鼠洞 ’，伪军也帮腔说：‘是老鼠洞’，将 日本鬼子糊弄过去 

了”。 这种伪军实际上也就成了隐蔽系统中的一个补充。 

通过以上措施 ，共产党以堡垒户为中心，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隐蔽保护系统。正是在这个系 

统之中，保护抗日力量的工作得以展开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第一，保护伤病员。 

日军“扫荡”之后，伤病员是抗 日根据地遇到的一大难题。共产党、八路军不仅难以对伤病员 

进行及时治疗，又面临着 日军的搜查和捕杀，所以隐蔽和保护伤病员就成为堡垒户工作的一个重要 

方面。 

由于抗 日力量的活动空间大大压缩，以往医院式的伤病员分配和治疗变得非常困难 ，伤病员救 

治遂实行化整为零的办法，分散隐蔽在堡垒户之中。据冀中七分区的统计，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后，共 

有 600多名伤病员，分散隐蔽在 7个县的农村堡垒户里。同一个堡垒户，有时会因伤员的增加而要 

增加地洞的数量。安国县报子营村堡垒户李大娘先后掩护了多名伤员，“伤员的增加，原来的地洞 

不够用了，李大娘和大家一起，在屋里、猪圈里、菜窖里又挖了几个地洞。”她家便成了“八路军的一 

所地下医院”。⑤ 

医疗卫生组织也化整为零，分散执行任务。原来的休养所划分为若干医疗小组，分散在不同村 

庄的堡垒户。在什么地方打仗，伤员就在什么地方安置，南本地医疗小组负责治疗，伤员、医务人员 

都住在堡垒户家里。一般医疗小组每组二j人，以医生或老卫生员、看护班长为组长，以本县本村 

人为小组主要成员，他们“有人熟，地理熟，语言地方化，社会关系多等有利条件”。除在本村就地 

医疗外，有时化装成赶集或走亲访友的，走村串户进行巡回医疗。⑥ 以上医疗方式，可谓中围历史 

① 赵俊义：《两章壮丽的诗篇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13页。 

② 王平：《向敌后之敌后进军》，河北省晋察冀根据地遗址修复与历史研究促进会等编：《河北抗战“三亲”实录》(下)，河北 

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772页。 

③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1页。 

④ 王瑛璞执笔：《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妇女抗 日救国会的工作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66页。 

⑤ 吴西：《难忘的堡垒户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39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6年编印，第116、 

1l9页 

⑥ 李亚荣执笔、王恩厚审定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卫生工作大事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8期 ，冀中人民抗日斗 

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，第 13、14、13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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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从未有过的创造 。 

由医生护士定期给伤病员进行治疗、打针，堡垒户负责 日常护理。“这些房东平时要给伤病员 

喂水、喂饭、端屎、端尿。敌人来了，还得千方百计地掩护下来”。① 高阳县陈家庄的堡垒户官大奶 

奶，3个战士在她家养伤，大奶奶每天给他们换药。她省吃俭用，吃菜窝窝头和稀粥，“千方百计给 

伤病员做可口饭食，经常烙白面饼，做香椿炒鸡蛋”。② 深泽县段庄村堡垒户田玉春，护理了 l2名 

伤员，在家里和村外挖了5个地洞。抗三团许士魁的锁骨被打断，田玉春每天把他扶起扶卧，托着 

他的头吃饭。她“经常化装成串亲戚、拾柴禾、要饭的模样，到每个洞里给伤员送饭。伤员睡着了， 

她站岗放哨，烧花椒水以备给伤员洗伤口”。⑨ 献县坡城村堡垒户孔令珍家，来了伤病员“就让他们 

住下，也有伤重的，换下来的药布就到大坑里去洗，洗了就换上”。④ 在护理过程中，有的堡垒户还 

学习和掌握了相应的医疗知识和技术。安国县堡垒户李杏阁，“留心观察医护人员的每一个动作， 

默记每一个药品的名字和用法。不久便学会了一些护理技术，记住了二百二、雷夫努尔、阿斯匹林 

等 20余种药品的名字，以及他们的作用和用法。能熟练的给伤员洗伤、换药、扎绷带、准确地给伤 

员送去各种药品”。⑤ 普通农民成为具有一定医疗知识的医护人员，也是根据地农村的一个创举。 

第二，保护抗日干部。 

保护和解救干部 ，是堡垒户更为经常的一个工作。⑥ 从笔者搜集的30个被掩护干部的情况来 

看，主要是各级基层干部，包括：党政干部如区长、区委书记、县委宣传部长、公安局长、县委秘书、县 

长、县委书记；武装人员如武委会主任 、游击队队长、游击队政委、游击队成员、武工队成员；敌工系 

统如敌工干事、敌工部部长；职能部门如报社、电台等系统的工作人员；群众团体如妇救会成员 

等。⑦ 堡垒户熟悉本地情况，能够在 13伪军进村时“不慌不忙，在群众掩护下钻人地洞，出洞就工 

作，敌人来就钻洞，一天来数次，他就钻数次洞”。⑧ 

堡垒户与所保护的干部一般有比较固定的联系，堡垒村和堡垒户之间有比较明确的干部分配， 

不能互住乱住，不是自己负责的单位和人来了，不承认不接待，以免发生混乱。⑨ 但一个干部不一 

定只有一个堡垒户，一个堡垒户也不一定只与一个干部建立联系。在深束县，“为保存 自己，坚持 

① 阎素：《回忆保北地区的抗日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7期，第97页。 

② 梁景才：《官大奶奶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137页。 

⑧ 郭昭辉：《她护理了二百多名伤员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143页。 

④ 孔令珍(1928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本斋 乡坡城村，2017年8月6日，宋弘访谈．、 

⑧ 商海：《冀q-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》，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：《河北文史资料全书 ·衡水卷》(上)，中国文史出版 

社 2012年版 ，第 333页。 

⑥ 堡垒户无论是掩护伤员还是保护干部，不可能都是成功的案例。深泽县委宣传部部长隐蔽在小梨园村堡垒户家，被 日军 

发现隐藏的地洞，将人带走了。清苑县委组织部部长等 8人隐藏在王力村的地洞，因叛徒出卖，全体被俘。在青县王胡村，日伪军 

包围了村庄，“房东大娘沉不住，老围着地洞转，被汉奸看出了破绽，伪军找到洞口，我们区委几位 同志全被捕了”。(陈锡：《悼念 

献出生命的同志们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300页；张鹏：《怀念大娘大嫂们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

345页；谢力君：《在特三区坚持斗争的片断回忆》，《铜墙铁壁》，第28页。) 

(z) 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53、55、57、59、61、65、103、1ll、135页；《峥嵘岁月 ·回忆录专辑》，第 133、149、155、 

247、326页；《峥嵘岁月 ·英雄、模范、堡垒户选辑》，第27、103、129、182、208、224、306页；《永清县民主革命时期大事记》，第7O页： 

《铜墙铁壁》，第29、39、126、155页；《冀中八分区抗 日斗争史资料选编》(下)，第 152、232、380页；刘锦章主编：《战斗的回忆》，第 

321、38l、399、403页；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348、398页。 

⑧ 张达：《“五一”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》(1945年 3月)，石家庄市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，1—1—26—3。 

⑨ 田汀等：《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剧社简史(先锋、烽火、北进文工队)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 21期，冀中人 民抗 日 

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 1985年编印，第149页。如献县中营村区小队成员白秀英就曾谈道，她到献县坡城村一家堡垒户家躲藏 

的情况：“可是人家当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不让我钻地洞。我没有办法就藏在了村外的柴火垛里”。白秀英口述，张华、李春兰 

整理，赵维椿、张书俭主编：《红色记忆：峥嵘岁月之革命母亲》，河北美术出版社2o15年版，第187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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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争，消灭敌人，县委带头并号召区干部每人建立几个堡垒户，在各户挖好能战斗、能躲藏、能生活、 

能工作的地道。县委建了七八处，区干部都有三五个坚强的堡垒户”。① 从束冀县倾井村堡垒户张 

大娘的情况来看，她掩护过的抗 日干部、战士多达 100多人，故被称为“八路店”“红色堡垒户”。② 

容城县罗河村3个堡垒户也掩护过上百名，上至冀中十分区领导下到区小队战士。③ 任丘县边关 

村堡垒户-PJ,大娥接待的干部也是比较多的，“每天来来往往吃住的人就有几十号，多的时候住四五 

十人”。④ 献县赵三角村堡垒户赵鹤梅也谈道，她家当时“炕上都挤满了，也不知道多少人 ，前头屋 

里还搭个铺”。⑤ 晋县东小刘村堡垒户聂大省家，“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到她家去，夜里更热闹，刚送 

这个走，那个又来了；门还没有关好 ，外面又有人叫门；才要躺下，房后又有人敲墙哩；栅栏门吱喽、 

吱喽的不断叫，每天晚上都不能脱衣裳睡，因为一宿还不知道起来多少次呢。有一次夜里整整起来 

十一次”。所以，聂大省家被称为“抗日店”。 

为了保护干部，除了前面所述地洞、地道的保密措施之外 ，还增加了其他保密细节。譬如，干部 

进入堡垒户之前要约定联系暗号。在保北地区，“那时到乡下住房，先由村里安排好，由干部领进 

去，而后在夜里直接到自己熟识的房东那里，先在后房山上捶上几拳，或者翻墙头跳到院里，走到窗 

跟底下叫几声‘大娘’。房东就知是自己人来了，很快把门开开，把我们让进去，忙着烧开水、腾房、 

腾热炕”。⑦ 河间北窝头村，堡垒户与干部约定的暗号是：“敲几下即是我们到了，多了少了都不能 

开门。”⑧安国县西张庄村，堡垒户王素娥为了方便干部夜间安全进入，“用一条绳子，一头拴在 自己 

的胳膊上，一头拉到窗户外边，熟悉的干部夜间来了，就轻轻一拉绳子，她就开门让干部进屋”。 

在容城县，“敌人为了搜捕抗 日干部，根除堡垒户，有时伪装成我地下抗 日工作人员到村里试探，有 

的还 自称是共产党干部要求保护”。堡垒户臧桂芬家识破了这一伎俩，因为“她和县区干部定有严 

格的联系暗号”。⑩ 此外，有的堡垒户还将干部化装为普通农民。献县坡城村堡垒户孔令珍谈道： 

“他们就穿咱庄稼人的衣服，就当来踩亲戚”。⑩ 冀中抗大二分校第三团文印组七八个人隐蔽到献 

县宋家房子，继续坚持工作，堡垒户建议他们脱下机器扎[轧]的衣裳，换上用土布缝的衣服，“真成 

了咱宋家房子的人了”。⑩ 还有的将房屋设施进行了伪装。在保北新城县南宫井村 ，“窗子上还得 

挂上棉被，防止灯光泄露。到拂晓，主人得早点起来，爬到房上听听看看，有无动静。到白天，妇女 、 

小孩还得在门外假装做零活，实际上是替我们巡风放哨，直到我们转移 了，房东才算松 了一 15 

气”。⑩ 在清苑县大里各庄村，堡垒户“要用棉被堵严门窗，村外设置化了装的秘密哨兵，严密封锁 

消息。有时敌人从炊烟情况判断有无八路军，我们便一天做一次饭 ，上午吃干粮，一次做两顿。敌 

① 杨煜：《反“扫荡”战火中的深柬县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431页。 

② 张文涛：《“八路店”的张大娘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65页。 

③ 张国旗：《罗河村的堡垒户》，《拒马河畔的烽火》，第470页。 

④ 李小江主编：《让女人说话 ·亲历战争》，生活 ·读书 ·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，第275页。 

⑤ 赵鹤梅(1930一)口述，／-q-~k,省献县陌南镇北留钵村，2017年8月5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⑥ 《冀中六分区子弟兵的母亲聂大娘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28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 

编印，第97页。 

⑦ 阎素：《回忆保北地区的抗El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7期，第95页。 

⑧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0页。 

⑨ 田振亚、李剑青：《女英雄们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27_328页。 

⑩ 中共蓉城县委党史办公室：《抗 日女模范臧桂芬》，《拒马河畔的烽火》，第468页。 

⑩ 孔令珍(1928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本斋乡坡城村，2017年 8月6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⑩ 乔连川：《永远的怀念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23期，第64—66页。 

⑩ 阎素：《回忆保北地区的抗 日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27期，第9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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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根据厕所内大便纸和小便的痕迹判断有无部队驻过。每到一处，我们都有专人处理，消灭痕 

迹”。① 由此可见，堡垒户对干部的保护之细致。 

第三，支持抗日通讯联络的运行。 

随着 日军对根据地的蚕食、监视和封锁，中共各级组织的情报站和交通站遭到破坏，相互联系 

和通讯发生了严重困难。吕正操谈道：“反‘扫荡’期间最困难的是通讯工作 ，专靠电台在这样的游 

击环境与技术条件下是不够的⋯⋯应加强武装交通和秘密通信站的工作。”② 

首先，交通站等传统方式借助堡垒户继续使用。一是由堡垒户提供交通人员的容身之处。如 

安国县，“县交通站有一名优秀的交通员叫王喜海，他有两个比较理想的堡垒户。一个设在西崔章 

村，一个设在卓头村。这两个堡垒户由于地道挖得巧妙，成了交通站的坚固堡垒”。⑧ 由于堡垒户 

来往的干部较多，甚至成为情报站和联络站的一个变体。高阳县的堡垒户官大奶奶，就是如此。 

“因为这里来往人多，官大奶奶知道的情况也多，于是这里形成了情报站和干部活动的联络点。如 

果干部之间一时失掉联系，通过官大奶奶很快就能联系上”。④ 二是堡垒户直接充当交通员，传递 

情报。郭大伯是深南县小位村的堡垒户，冀中六地委的《团结报》报社在此隐蔽。郭大伯“每次出 

去，都能带回些敌人动态。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思想、情绪、要求，常常是我们编写时事讲话的依 

据”。而且为了报社人员的安全，郭大伯“无冬无夏，总是天蒙蒙亮就出村，背个粪筐，察看情 

况”。⑤ 石坚是清苑县的堡垒户，区委宣传委员赵光住在这里，石坚的父母承担了保护任务，父亲还 

担任交通员，负责文件的传递和情报的联络。“父亲担任了半脱产的地下交通员，每隔一天，到离 

我村十几里的东石桥岗楼取一次我内线关系送出的情报，有时还带出子弹等军用品，再秘密送到我 

们村西八里地的李八庄党员李培英家，由李交给区干部”。⑥ 

不过，“五一扫荡”后，有线电通信已经无法使用。利用交通站只能传递书面文件，而且时间 

长，有时要十天半月，还有被敌人截获的危险。④ 所以，电台电报就成为主要的联系和通讯方式。 

但要保持这种方式的进行，就需要堡垒户的支持。“各分区电台人员之所以能在地道里保证电波 

信号不中断，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有堡垒户掩护”。⑧ 

通讯人员在堡垒户家里，一般利用夹壁墙和地道两种形式存放通讯联络工具来进行信号传输。 

以冀中八分区为例，第一种形式，“在下午没有敌情时，我们便把机器、电池开设在夹壁里，天线沿 

房檐架在房顶。还派摇机员在房上，藏在柴禾里，观察敌情，随时撤收天线。这种方式用得不多，因 

为有夹壁墙的‘堡垒户’很少(我们总共才两个)”。第二种形式，“我们在滏阳河东有三、四个 ‘堡 

垒户’，但大都是利用村中已挖好的地道。白天在房东家隐蔽，夜间在村边找个磨坊、草棚、菜园小 

屋开设电台工作。为了减弱马达声和挡住灯光，把窗、门都用被子堵上。上半夜工作，下半夜回到 

‘堡垒户’。这种工作方式，容易暴露，而且只能在上半夜工作，信号弱联络不顺畅”。⑨ 为了增加 

保密性，电台和堡垒户还挖掘新的地道。譬如冀中十分区，“夜里十点钟开始挖，天亮四点前把土 

刘政 ：《粉碎 日军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的经历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490页。 

② 李景湖整理，张凯审定：《冀中区地下交通(通信)网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47期，第15O页。 

⑧ 《其他各县地道斗争及故事》，《保定抗 日地道斗争》，第292页。 

④ 丁廷馨：《高阳军民与敌巧周旋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190页 

⑧ 耿耀 ：《深深的怀念——记艰苦年代的一个堡垒户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24页 ． 

⑥ 石坚：《打不破的铜墙铁壁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108页。 

⑦ 屈培壅：《地道电波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4期，第92页。 

⑧ 《其他各县地道斗争及故事》，《保定抗日地道斗争》，第187页。 

⑨ 屈培壅等整理 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无线电通信情况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47期，第66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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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出去，伪装好。为了挖洞，电台人员分成两批，一边坚持工作，一边开辟新的‘堡垒户”’。① 

第四，抗日人员子女的“奶母”。 

妇女在堡垒户中占很大比例，她们还肩负着保育抗 日人员子女的工作。1941年夏，冀中根据 

地保育委员会建立了保育院，负责区以上脱产妇女干部的孩子的保育工作。堡垒户的作用，主要负 

责给孩子喂奶。“选奶母时，除政治上可靠外，要注意奶母身体健康 ，无传染病才行”。具体做法 

是：距离保育院较近的(冀中七分区)区以上妇女干部生了小孩，即通知保育院，保育院“派保育员 

去接，然后和小孩母亲一同把小孩送到事先找好的政治上可靠又有奶的‘堡垒户’家试奶。试上几 

天，无问题即把小孩留下，否则另换。有时一个小孩需试几户才行”。那时“找奶娘主要找死了小 

孩的堡垒户家，有时奶娘的小孩死后两天奶即回了，当时又无牛奶补贴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奶娘 

的奶再来。有时用些土办法，给奶娘吃些草药使奶再来，但效果不大”。而离保育院远的，则“由小 

孩的母亲或母亲的工作单位与保育院联系好，找好奶娘，保育员与小孩母亲约定同时到有奶的堡垒 

户家试奶”。日军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后，保育院化整为零，转入地下隐蔽形式。堡垒户不仅照顾保育 

院的孩子，还要掩护保育院的干部。② 

保育院之外，平时照顾和收养抗日后代也是堡垒户的一项工作。献县后南旺村堡垒户蔡芝运， 

就照顾过烈士的孩子。“有j个，在我这里管吃管住”，3个月后才被八路军接走。⑧ 冀中十地委秘 

书刘陆隐蔽在堡垒户耿大伯家，孩子出生后，刘陆即调回机关工作，孩子由耿大伯家收养。“在养 

育孩子的期间，敌人每次‘扫荡’都搜捕这个孩子，但耿大妈把 自己的孩子扔给旁人不管，整天抱着 

刘陆的孩子这家藏那家躲，常常抱着她往外村跑，躲在青纱帐里”。后来，刘陆牺牲，孩子仍由堡垒 

户家收养。④ 束冀县二区妇救会主任郭艳如，将两周岁的孩子托付给堡垒户李淑娟。由于形势紧 

张，孩子始终无法和父母见面，一直由李淑娟抚养。直到 1948年，郭艳如才将已经8岁的孩子从李 

淑娟那里领回。⑧ 

第五，掩护抗战物资。 

主要是掩护公粮。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后，根据地征收公粮之后常掩藏到堡垒户家中。高阳县的 

堡垒户官大奶奶，就是如此。“村里群众响应人民政府号召，交了六、七百斤公粮，人们怕担风险， 

不敢存放。官大奶奶不考虑这些，主动把公粮存放到自己家里”。⑥ 地道或地洞是堡垒户掩护物资 

的基本手段。挖掘地道时，会专门设置用于存储物资的地洞，称为“储粮地洞”，目的是“坚壁清野， 

把粮食隐蔽起来不让敌人抢走 ，以供应我抗 日政府和部队吃粮。”在晋县李羊杯村，1个藏粮地洞有 

13个小地洞做囤，能藏粮4万多斤，底下铺一层席、一层麦秸将粮食藏好后，留通风孔，把洞口伪装 

好，便可以安全保存起来。④ 

公粮以外，有的堡垒户、堡垒村还掩护了其他物资。如宁晋县，堡垒村把小兵工厂搬进地道， 

“有军T 30多名，地上地下相联结，地面上安有鼓风机开炉冶炼，地下面是铸造翻砂车间，可铸造 

① 阎钧等整理：《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通信简况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47期，第99—1oo页 

② 李洁心等：《冀中战时保育院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 14期，第73—77页。 

③ 岳如洲(1959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陌南镇前南旺村，2017年 8月7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④ 马载：《冀中十分区人民在抗 日斗争的残酷年代里》，《回忆冀中十分区抗 日斗争》，中共廊坊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办公室 

1985年编印，第 16—17页。 

⑤ 辛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：《辛集市志》，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年版，第5O1—502页。 

⑥ 梁景才：《官大奶奶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37页。 

⑦ 中共宁晋县委党史办：《宁晋县的地道抗日斗争》，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冀中地道战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 

版，第363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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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榴弹，修理枪支，换子弹底火。”(_1)任丘蔡村堡垒户黄翠家，也藏有八路军的兵工厂，兵工厂借助地 

道和堡垒户的帮助制造了大量的武器、弹药。她说：兵工厂“是藏在地下的，地道很深，外面不会听 

到声响。一般都是共产党派人来给咱们制造兵器，八路军运来原料。制造枪炮的时候，我都是在外 

边站岗放哨。” 

以上五个方面并不能反映堡垒户工作的全部，他们有时还代替中共组织执行抗日活动，譬如南 

皮县党组织想进入县城向伪军家属散发传单，但是县城城门已被控制，何七拨村的堡垒户姚大娘自 

己要求进城，完成了任务。③ 不过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 

三、堡垒户的生存困境与应对 

如果说堡垒户的建立、形成以及保护抗日力量的过程都面临着诸多困难，而堡垒户自身的生存 

所遇到的艰难同样是难以想象的。只有堡垒户生存和持续下去，才能保护抗日力量的生存和发展， 

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 

堡垒户面临的生存困境，主要有两个方面： 

首先，日伪军的残害。 

这是堡垒户遭受的最大困境。日伪在搜查抗 日人员踪迹或者平常的清剿中，都会极大地伤害 

堡垒户的家庭财产乃至生命安全。“敌人为了孤立我军人员和地方干部，对于掩护地方干部和我 

军人员的抗日群众，采取了极端残暴的手段，一经发现就放火烧房子、杀人。”④兹举例如下： 

武强县独立小队长窦占一率一个班驻西代村。日伪军200余人包围了村庄，闯进堡垒户温三 

余家，搜捕窦占一等人，年仅 13岁的温三余“在 Et伪严刑逼问中被砍掉几个手指，始终坚决保密， 

只字不吐，表现了中华儿童高度气节。”⑤冀中八分区无线电通信摇机班班长孙耀先，在献县隋庄堡 

垒户梁春生家养病。梁春生的儿媳经受敌人拷打、灌凉水等折磨，始终没有招认。无线电通信员高 

继贤在饶阳县东九吉村被 日伪军包围，进入堡垒户王顺芝家的地洞，王顺芝家有三人遭受压杠子、 

灌凉水、灌尿等毒刑，但未吐一字。⑥ 饶阳县四区干部在邱孙庄堡垒户张大娘家开会，被 日伪军包 

围。张大娘的女儿银海带干部钻入地洞，张大娘在外应付 日伪军，被打得嘴角流血，浑身青肿。因 

她多次掩护抗 IE1人员，日伪军5次放火烧她家的房子。⑦ 安平县南郝村堡垒户邢小梅，为了保护掩 

藏在她家的县区干部，被let军多次严刑拷打，还把黑油泼在她身上，边烧边问，但她始终不说，最后 

牺牲。⑧ 肃宁县堡垒户贺大娘家，她的丈夫、儿子、两个女儿、一个孙子一家5口和3名区干部被日 

伪军用毒气熏死在地洞里。⑨ 

堡垒村所受的残害更加严重。献交县王坡村是一个堡垒村，因多次掩护和破坏Et军进攻计划， 

① 中共宁晋县委党史办：《宁晋县的地道抗日斗争》，《冀中地道战》，第363页。 

② 黄翠(1928一)口述，河北省任丘市蔡村大街村，2017年8月14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⑧ 《中共南皮史话》，中共南皮县委党史研究室1995年编印，第81—86页。 

④ 吴西：《难忘的堡垒户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39期，第 】15页。 

⑧ 八分区组：《冀中区第八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6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 

办公室1987年编印，第74页。 

⑥ 屈培壅等整理：《抗 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无线电通信情况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47期，第72页。 

⑦ 刘俊妥、许青莉：《坚强的堡垒 革命的家庭》。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83--384页。 

⑧ 李剑青：《刘九胜一家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78页。 

⑨ 马其昌：《贺大娘晚年轶事》，《肃宁文史》(二)，肃宁县政协委员会 1990年编印，第45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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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放火烧了三天，烧毁民房 200多间，粮食 3000多斤，树木全部被砍伐，群众不得不四处投亲靠 

友。① 文安县陶管营也是一个堡垒村，被 日伪军“放了一把大火把全村的90％以上的房屋全部烧 

掉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 ，一时间将这个全县抗日有名的陶管营变为焦土。十多名老弱病残的老百 

姓被活活烧死、烧伤”。 

有的堡垒户还面临被叛徒出卖而遭到报复的威胁。叛徒熟悉堡垒户内情，使得 日伪的报复行 

动更有针对性，导致的后果也更为严重。时任冀中十分区政委的旷伏兆指出：“特别是有些投敌叛 

变分子，冒充抗 日人员重新回到他们过去曾经活动过的地方，找过去熟识的革命群众‘接头’，不少 

群众就曾受其欺骗而遭到不幸。”( 譬如，晋深极县一区小队班长王怀德投敌叛变后，带领鬼子到处 

抓人，破坏了一些堡垒户，几个堡垒户房东都被他打得死去活来，就连他曾养过病的一家房东都打 

了。一区小队队长李耀洲曾带领3个队员在宋家庄村堡垒户家隐蔽，也是他带着 日伪军包围了村 

庄。 大城县东窨子头村堡垒户邓宪明，因县大队队员董百树叛变向日军报告了她家中为共产党 

藏文件和枪的事情 ，而被抓到据点，遭到毒打，“伏天去的，冷了才回来，五六十天”。⑧ 

其次，堡垒户经济条件匮乏。 

农民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很差 ，日军侵略之后更陷人绝境。如安新县，“由于敌人的疯狂 ‘扫 

荡’，群众不能生产，田园荒芜，全县人民只能靠草子、野菜、地梨充饥。饥饿折磨得人们面黄肌瘦， 

浑身浮肿，逃荒要饭。据端村、东田庄、王家寨、圈头等十二个村庄统计，一九四二年就有两千一百 

多户外出逃荒；卖儿卖女、妻离子散的，四百九十户；有三百九十三人活活饿死”。⑦ 安平县报子营 

村，过去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庄，全村 220户，日军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后，能够凑合着够吃的仅有 50 

户，不够吃的有 160余户，大部分吃糠。⑧ 农民对敌负担极重，冀中九分区一个村的统计表明，负担 

包括大闺女费、保甲费、照相费、训练费、伪军雇佣费、罚联络员费、门牌费、土木工程费、标语被撕罚 

款等，共计大洋 8412元。此外，还送鸡 200余只、猪 15头、车子 1辆、马 1匹、棉花 7000斤、修岗楼 

砖 23万块、过节用的方桌十几个、凳子40个。⑨ 

在此情况下，堡垒户仍要照顾抗 日人员的日常生活，生存压力就更大了。⑩ 在饶阳县，“广大妇 

女群众 、堡垒户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给同志们吃。大曹庄王丙辉的妻子，把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粮 

食给同志们吃，自己却吃糠咽菜，饿得浑身浮肿，以致饿死。很多妇女都是这样 ，自己吃树根草根， 

(D 《中共泊头市党史大事记(1926--1966)》，中共泊头市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印，第5O页。王坡村，又名“王拨子村”，即 

今河北省泊头市新立村。参见《为了今天》，中共泊头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1986年编印，第99～1OI页。 

② 张培尧：《抗战中的堡垒村陶管营》，《文安文史资料》第1O辑，文安县政协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2005年编印，第22页。 

③ 旷伏兆：《忆恢复平津保三角区抗 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27期，第7页。 

④ 李耀洲：《献出生命的夫妻和 乡亲们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62页。 

⑤ 李跃熙(1936一)口述，河北省大城县大尚屯镇东窨子头村，2017年7月24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⑥ 侯建新：《农民、市场与社会变迁——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》，第191—195页；李金铮：《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 

济探微》，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，第 168—178页。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，农民的生活更艰苦，大城县东窨子头村堡垒户李跃 

熙就谈道：“这个地方十年九年来水，十年八年被水泡着”。(李跃熙(1936一)口述，河北省大城县大尚屯镇东窨子头村，2017年 7 

月 24 日．宋弘访谈 。] 

⑦ 安新县妇联：《安新县抗日时期的妇女运动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l4期，第 140页。 

⑧ 周政新：《冀中区抗日战争时期后三年财政工作的回顾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O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 

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，第61页。 

⑨ 李景湖执笔：《冀中九分区人民抗日斗争大事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33期，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 

公室1985年编印，第67页。 

⑩ 个别堡垒户比较富裕，生存压力相对较小，如献县南庄村堡垒户边瑞香家是磨香油的，因此在保护中共干部时“压力不是 

很大”。[边瑞香(1929～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段村乡南庄一分村，2017年8月5日，宋弘访谈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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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下粮食给同志们吃。”①饶阳县七区区委书记萧峰住过的堡垒户有几十个，他们“把你当作自家 

人 ，不但同吃同住，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尽量让你吃好，住好。”杨池村堡垒户杨赞民，“那年大旱， 

再加上敌人疯狂‘扫荡’，耕种困难，农业大减产，许多地块根本没收成。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，杨 

赞民一家吃野荞麦花、玉米穗、野菜，把好一点的胡萝 卜、蔓菁、萝 卜干让给我们吃。”②邱孙庄堡垒 

户张大娘，“经常到小堤村、北官庄的亲戚处借粮食，晚上和大女儿银海推磨，磨面，做饭给同志们 

送去。自己舍不得吃一个鸡蛋，一粒粮食，母女俩吃的是花生皮、棒子核和野菜。”③在安新县同口 

镇，堡垒户陈云亭隐藏一个报务员，“为了让报务员在荒年能健康的工作，陈云亭和妻子严大争靠 

野菜充饥，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省给报务员吃。严大争还带着孩子一边讨饭一边挖地梨找野菜，后来 

被活活饿死。留民庄贺继之为了让隐藏在家里的同志们吃上饭，常把个人的衣服卖掉给同志们换 

饭吃。”④献县赵三角村的堡垒户赵鹤梅谈道：“负担重啊，他们在俺家吃着住着，他们也不起火，给 

他们腾出北屋来 ，他们都住满了。”⑧以上材料一方面表明堡垒户对抗 日人员的无私支持，但另一方 

面也反映了生活压力的沉重。 

以上困境显然不利于堡垒户的生存和持续，当然也不利于抗 日力量的隐蔽和发展。对于堡垒 

户来说，他们只有继续坚持，想尽办法弄到粮食。柬晋县彭头村堡垒户、妇救会主任赵小格认为， 

“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，特别是贫农、抗属生活最困难，应当想法先解决。”她便串联群 

众，以合法的面目向保甲所(类似村公所 ，也是两面政权)借粮，结果每人借到 30斤，增强了群众斗 

争的信心。在此基础上，赵小格又组织妇女生产 自救，开荒种地，“把公路两旁的荒地都种起来，规 

定打下粮食归参加劳动的妇女所有，第二年夏收就得到了好处。”~1942年秋末，青县特三区区长 

谢力君与区助理员李广躲藏到青县李三桥村，堡垒户和群众进行粮食 自救，“有的家中没有粮食， 

就到亲朋邻居家去借，还有的拿出家中的东西到集市上变卖，换点粮食给我们吃。”⑦献县西城村堡 

垒户荣书华谈道，母亲被叫去为汉奸做饭，她跟着母亲趁机为隐藏在家的抗 日干部“弄”吃的。“汉 

奸让一群老太太做饭，我心眼多，攒了一摞火烧，拿回家去，打开地洞，叫干部吃火烧。”⑧ 

与此同时，中共抗 日政权也尽可能地采取措施，缓解堡垒户的困境。 

首先，对堡垒户进行救济和帮助。 

粮食救济是最重要的。在冀中七分区，“游击队员经常从区外背来小米，晚间偷偷优待抗属， 

抗属被优待，情绪好了，即给干部挖洞，掩护干部，存身处就找到了。”⑨栾城县委、县大队也强调： 

“救济军、工、烈属、堡垒户、可靠户，必须我们 自己在深夜以后悄悄地送到家，不然，就可能因此给 

被救济户造成家破人亡的后果。”“在青黄不接或有特殊困难的时候，要亲自背粮带款去救济；要时 

刻把群众的困难记在心上，并设身处地地去解决。”⑩在安新县，隐蔽干部常将公粮交给堡垒户一起 

吃。北青村一个堡垒户老太太陆陆续续掩护县委秘书王里等一年多，“我们经常在NJL住，没出过 

任何差错。老太太一个人过 日子，生活比较困难，我们就把村里给的粮食，交给老人一块儿吃。记 

① 饶阳县妇联会：《饶阳县妇女抗 日斗争纪实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 121页。 

② 萧峰：《难以想象的惊险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121页。 

⑧ 刘俊妥、许青莉：《坚强的堡垒 革命的家庭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83页。 

安新县妇联：《安新县抗 日时期的妇女运动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 140页。 

⑨ 赵鹤梅(193O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段村乡北留钵村，2017年 8月5目，宋弘访谈。 

⑥ 妇女组：《抗 日战争中冀中六分区的~--k-x-作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14期，第32页。 

(Z) 谢力君：《在特三区坚持斗争的片断回忆》，《铜墙铁壁》，第25页。 

荣书华(1927～)12"述，河北省献县西城 乡西城北村，2017年8月6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⑨ 张迭：《“五一”变质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》(1945年 3月)，石家庄市档案馆藏，革命历史档案，1一l一26 。 

⑩ 刘劳之 ：《栾城人民的抗 日隐蔽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9期，第109、11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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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老太太刨来地梨，上碾子轧成面，我们吃过。老太太有棉花籽，上碾子轧了，我们也一起吃了。老 

太太豁出身家性命掩护我们，我们也帮助老太太度过了困难。”① 

粮食以外，在借贷上也适当照顾堡垒户。冀中十分区二联合县，1943年底至 1944年初，县政 

府曾发放小本贷款给老堡垒户、部分最困难的村干部和军烈属，用于发展生产和解决生活问题。② 

在饶阳县，县长赵诚和实业科干部组成隐蔽的经济斗争小组，组织互助和信贷组 ，帮助农民生产 自 

救。(曼)对堡垒户在掩护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失，也给予一定的补偿。李大娘是晋深极县五千村的堡 

垒户，家里以做豆腐为生。H伪到李大娘家搜查八路军，把做豆腐的工具都打坏了，抗 日政府给李 

大娘家送去了新的锅、碗、盆等，帮助她家尽快恢复生意。④ 

隐蔽的干部、战士还从各方面帮助堡垒户的生产与生活。“如同兄弟姐妹一样，担水、扫院子、 

起猪圈、掏厕所，跟老乡一起下地劳动，女同志在家纺线织布，帮助家务劳动。”⑤有时还帮左邻右舍 

出主意，“老大伯、小伙子也有打问二五减租怎么算法的；在婚姻问题上遇到阻力的姑娘们也来找 

我们出主意。”⑥ 

通过以上救济和帮助，堡垒户的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。 

其次，对堡垒户给予鼓励和奖励。 

除了物质上的救济和援助外，抗日政权给予堡垒户“慰问鼓励”。(z)河间宋家佐村堡垒户黄意 

如的儿子黄门楼，十几岁就是抗 日积极分子，送信送情报，区干部钻进地洞后他就站岗放哨。一次 

Et军突袭包围村庄要搜查区干部，在敌人的威逼恐吓下，黄门楼受了苦，但没有说出区干部。为了 

表扬他的英勇，“除鼓励他外，还由区政府奖给他家一部分粮食”。⑧ 定南县五区吴定庄的堡垒户马 

大伯，被日军抓住，逼他说出八路军、干部、共产党员和堡垒户、地洞。他被活埋了 8次，也“没供出 
一 兵一卒，一人一事”。县政府“给他送去了慰问信，表彰他是拥护共产党、爱护八路军、坚决抗战 

的楷模”。⑨ 武强县前西代村的堡垒户温三郁，在掩护县一小队的过程中，手指被 日兵用钳子夹坏， 

脑袋、脊背被砍，双手重叠护头，两层手指被砍断了5个，但他始终没说洞口的位置。在冀中八分区 

召开的群英大会上，温三郁被授予“气节模范”的称号，出席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，又被称誉 

为“气节模范第一名”，荣获银质奖章。⑩ 以上奖励措施，增强了堡垒户保护抗 日力量的荣誉感和自 

信心 

① 王里：《我的一些回忆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34页。 

② 《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——关于冀中十分区第二联合县政权恢复和建设的回忆(1941．9一l945．9)》，《冀 中十分区第 

二联合县人民抗日斗争史料》，冀中十分区第二联合县人民抗 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 1985年编印，第 102页。 

③ 八分区组：《冀中区第八分区人民抗 日斗争大事记》，《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》第46期，第78页。 

④ 李耀洲：《献出生命的夫妻和 乡亲们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64页。这种对掩护过程中堡垒户的损失进行 

补偿的办法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延续。如 1965年饶阳县 民政科因饶阳县堡垒户席跃章的房屋修缮问题 向河北省民政厅请示。 

民政厅对此批复：“席跃章因在抗 日战争时期挖掘地洞，掩护我地方2f-作人 员，住房遭敌人破坏，现四壁已经崩裂不堪，有倒塌危 

险，要求政府协助解决修造，我的意见，老堡垒户在战争时期确实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，对住房问题，应帮助解决，可在社会救 

济款内给予必要的帮助以解决其实际困难。”河北省民政厅 ：《关于堡垒户席跃章要求照顾 问题的复函饶阳县人委民政科》(1965 

年5月25日)，河北省档案馆藏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档案，935—5—370。 

⑤ 张亮等：《撼天动地，气壮山河——回忆安平县的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斗争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24期，冀中人民抗 

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，第87页。 

⑥ 劳成之：《黎明前的(黎明报)》，《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资料》第7期，冀中人民抗 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． 

第123页。 

( 《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冀中工委关于冀中反“清剿”斗争的指示》(1943年 12月)，《冀中历史文献选编》(中)，第 l59页。 

⑧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6页。 

⑨ 邸作之：《不怕酷刑 不怕活埋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17页。 

⑩ 刘铁城 ：《小英雄温三郁 女强人尹三胜》，杜赦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182--183页。 

24 



李金铮 宋弘／坚持：抗战时期冀中区堡垒户的形成、使命与困境 

再者，减少堡垒户的危险并对被捕的堡垒户进行解救。 

为了减少堡垒户的危险，八路军、干部尽可能少到或不到堡垒户家隐蔽。堡垒户“一般比较 

‘红’，目标大，不安全，而且他们生活困难，我们住久了，会增加他们的负担”。 河间县南窝头村 

有一条“堡垒街”，几乎家家有地洞，“小街太红了”，引起了日伪的注意。“为避免再受损失，提高警 

惕，区小队、县区干部有意回避，再到南窝头时尽量少住小街”。② 雄县祁岗村堡垒户是冀中十分区 

敌工部机关经常隐蔽的地方 ，被 日伪军发现，就遭受不少损失。有鉴于此，“扩大了活动范围，不再 

固定于一个村庄。住地除祁岗外，又增加了段岗和米西庄。每个地方住三五天就转移一下”。⑧ 献 

县堡垒户边瑞香、荣书华、岳如洲也都回忆到，抗 日干部“住三五天就转移一下”，对减轻堡垒户的 

负担起到了一定作用。 

除此以外，中共还允许堡垒户在遇到危险的情况下外出躲避，搬到其他地方，以躲避 日伪的迫 

害。如束鹿县堡垒户周黑东，因叛徒出卖被捕，其家人迁到外地。⑤ 雄县堡垒户刘大娟家，也因此 

而搬到别处，“院子里除去敌人的脚印和一人高杂草外，再也没有人进去了”，在外流浪了一年多才 

回到村庄。⑥ 有的搬到新地方以后继续做堡垒户，如河间宋家佐村堡垒户黄门楼家，因多次掩护抗 

日干部而引起 日军的注意，目标太大，就搬到黄家家庙，“又为区干部在家庙里挖了个秘密洞口，还 

是我们的堡垒户”。⑦ 

有的堡垒户被捕，中共组织还利用两面政权的村长设法营救。老刘是河间县五党庙村的堡垒 

户，一次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张方明、四区区委书记宋奇峰住在他家，因有人告密，伪军到他家 

搜查，搜查无果，把老刘带走了。干部们知道情况后，“便叫支部书记责令伪村长(自己人)去城里 

疏通关系，花几块 ‘大头’，以求取保释放他们”。半个月后，老刘被释放。⑧ 大城县东窨子头村堡 

垒户邓宪明，因叛徒出卖被抓到据点，中共地下组织通过静海县的翻译官组织营救，因邓宪明曾认 

翻译官的母亲为干妈，于是利用这层关系成功地营救了邓宪明。⑨ 

在恶劣的敌后环境中，中共所采取的以上措施和行动，为堡垒户的安全和生存提供了一定的 

保障。 

结 语 

日军的“治安强化运动”、大“扫荡”企图彻底消灭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，但共产党政权、八路军 

不仅生存下来，还得以发展壮大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尤其是像冀中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地 

区，能够一直坚持，为以后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究其原因，无论是政治建设、军 

事建设、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建设 、文化建设，无一不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而堡垒户，只是反映这一 

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。在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，尽管有的农民有过犹豫和挣扎，但在爱国精神、 

① 石坚：《打不破的铜墙铁壁》，杜敬编：《冀申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09页。 

(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3页。 

⑧ 于觉民：《血的教训与地道斗争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65页。 

④ 边瑞香(1929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段村乡南庄一分村，2017年 8月5日，宋弘访谈；荣书华(1927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西 

城乡西城北村，2017年 8月6日，宋弘访谈；岳如洲(1959一)口述，河北省献县陌南镇前南旺村，2017年8月7日，宋弘访谈。 

⑧ 朱康：《这是彻底革命精神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 154页。 

⑥ 吕锡纯：《抗日拥军模范“官大妈”》，《拒马河畔的烽火》，第462__463页。 

④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76页。 

⑥ 郭少军：《忆三次战斗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348页。 

⑨ 李跃熙(1936一)12"述，河北省大城县大尚屯镇东窨子头村，2017年 7月24日，宋弘访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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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动员和一系列有效举措的合力下，事实证明，以堡垒户为代表的农民中坚，与中共结成生死与 

共的关系，成为“保存革命力量、保护群众利益、坚持对敌斗争、打击敌人的‘地下长城⋯①，为抗 日 

力量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落脚点与活动空间。“坚持就是胜利”，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请看 

以下几个亲历者的评价： 

之光县干部陈哲 ：“我们的干部有了堡垒、堡垒户，就有了安全感，就敢于在敌人眼皮底下去做 

教育群众、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的各项工作。”“堡垒和堡垒户既是实际的依托，又是心理上、精神上 

的寄托，确实功不可没。”② 

文新县干部张久光：“有了这些抗 日堡垒村庄，不仅解决抗 日工作人员的食宿问题，还使我们 

在文新境内扩大了回旋余地，如果当时没有这些堡垒村，没有那些优秀的村级干部和基本群众，设 

想很快进入文新，取得反蚕食斗争的胜利，是根本不可能的。”③ 

青县干部高杰：“通过堡垒户，四处串联群众。我们先在西嵩坡赵风柱家，西冯村史景林家秘 

密建立起抗 日小组。然后，依靠这两个村开辟了抛庄、官亭和几个召庄等村。从此打开了二区抗日 

斗争的局面。霍亚夫同志领导的三、四、五区也是依靠堡垒户和抗 日骨干力量，通过亲戚朋友发动 

了群众，逐渐开辟成抗日区。”④ 

河问县干部何子立：“我能在河问极为残酷的环境中，坚持过来，直到胜利，是和依靠群众、依 

靠地洞、依靠堡垒户分不开的。因此我绝不能忘记⋯⋯为保护我们担惊受怕舍生忘死的堡垒户的 

大娘、大嫂 、大伯、大叔、大哥、大姐、小弟、小妹们；绝不能忘记为保护我们而不畏强暴，坚韧不拔，遭 

敌毒打受伤，坚贞不屈的爱国、爱党、爱八路军的堡垒户。”⑤ 

以上亲历者的评价或许受情感因素的影响，有所溢美，但基本事实是不可否定的。 

日军“五一扫荡”后，一般将冀中区的局势表达为“变质”“变色”，吕正操说他当年也认为是 

“变质”，但后来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却改变了看法：“今天看来，在‘五一扫荡’以后，冀中根据地坚 

持斗争的形式确实发生了变化，而不能说变质。当时我们分区在，地委以下各级党委的书记在，地 

区队、县大队、区小队、游击组等各级武装在，有党的领导，有人民政权，武装部队也只不过由大部队 

化成小部队，从穿军衣改成穿便衣，只有冀中军区一级领导机关转移到路西，其他都在冀中坚持斗 

争，无非是根据地被分割得更细碎了。”⑥冀中区是否变质还可以继续讨论，果如吕正操所言，堡垒 

户的作用至少是不可忽视的。 

(作者李金铮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；宋弘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 

研究生] 

(责任编辑：高士华) 

① 高存信：《粉碎“五一”大“扫荡”渡过难关赢来胜利》，李秉新主编：《血色冀中——“五一”反“扫荡”六十周年祭》，第26页。 

② 陈哲：《我们有了安全感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247页。 

③ 张久光：《抗战时期文新县的政府工作》，中共文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：《文安抗战实录》，解放军出版社 2005年版，第 

44页 

④ 高杰：《铜墙铁壁——回忆在青县的岁月》，《铜墙铁壁》，第2页。 

⑤ 何子立：《可靠的群众 坚强的堡垒》，杜敬编：《冀中的地洞和堡垒户》，第69页。 

⑥ 吕正操：《怀念英雄的冀中人民》，吕正操：《论平原游击战争》，第233--23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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